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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世紀佛學研究的歷史回顧 

 

自兩漢之際佛教初傳中土到現在，中國佛學已經走過了兩千個年頭。兩千年來，中國佛學研究

經歷了漫長曲折的發展過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若談到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學術性的佛學研

究 ，大概應該從二十世紀初算起。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佛學研究逐漸擺脫了以護教、闡教為中心的信仰主義研究形態，開始走上

了現代意義的佛學研究之路。回顧一百年來中國佛學研究的發展過程，可以大分為幾個階段：從二

十世紀初到 1949 年，為第一階段；從 1950 年到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第二階段；從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到現在為第三階段。 在第一階段中，特別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

佛學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造就了二十世紀佛學研究的第一個繁榮期。這一繁榮局面的形成，

有多方面的原因。就外部環境來說，西風東漸引發了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反思，面對民族危亡，一些

仁人志士試圖從佛學中尋求救國救民之道。就內部原因來說，可以舉出下面幾個：一是文獻方面，

中國亡佚已久的許多佛教典籍從日本傳回，激發了業已衰微的佛教義學的復興，敦煌佛教文獻的發

現，為佛學研究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特別是《壇經》等禪宗文獻的發現，使清理傳統舊說及回

答禪宗史上的一些爭論的問題成?可能。二是方法方面，隨著西方和日本等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的

傳入，中國佛教研究逐漸擺脫了單純的信仰主義的"教內言教"的研究狀況，開始吸收並採用以文獻

學和歷史學為主的研究方法進行佛學研究，從外部觀察和分析、評價佛教的"教外言教"的研究成為

佛學研究的主流。三是研究者的職業化和學院化，使他們既能系統地學習掌握新知識與新方法，又

能在研究中保持價值中立，他們並不需要承擔任何宣傳或批判的實用性責任 。這一時期在佛學研

究上卓有成就的，有僧伽界的釋太虛、釋印順等，有居士界的歐陽竟無、呂澂、唐大圓、王恩洋等，

有學術界的梁啟超、胡適、陳寅恪、湯用彤、黃懺華等。這一階段佛學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在

繼承傳統的考据學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文獻學與歷史學的方法，對佛教史的方方面面進行系統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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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1949 年中國大陸的社會性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學術研究特別是對包括佛學研究

在內的宗教學研究影響深刻。實際上，在第二個大階段中，又可以細分為文革前與文革後兩個時期。

據統計，文革前從 1949 年到 1966 年的十七年間，中國大陸共發表佛學文章 1003 篇；而文革後，

從 1967 年到 1974 年，整個中國大陸沒有發表一篇宗教文章 ，這一階段的佛學研究基本上處於停

滯狀態。在研究方法上，雖然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被普遍運用的文獻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仍然在

一些學者那裏被延續下來，但是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之

下，表現為佛學研究被放置於哲學的研究中，唯物與唯心的二元對立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

成為評價或批判佛教的唯一標準，階級鬥爭史觀在對宗教社會作用的評價中居主導地位。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的佛學研究在相對寬鬆和自由的環境下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這一進

展是全方位的、迅猛的，很難用較短的時間和篇幅作全面的總結和評判，本文僅對這一階段的佛學

研究，就個人的所見所想，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 
 

二、取得的成就 

 

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中國大陸的佛學研究事業在停滯了數十年之後，從廢墟中站立起來，

並呈現出迅猛發展的態勢。這種變化的發生，主要歸因於整體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改善，端正了對馬

列主義宗教觀的全面理解，克服了佛教研究工作中"左"的干擾和影響，加強了對宗教研究工作的宏

觀指導和協調。1979 年"全國宗教學研究規劃會議"之後，宗教學成為單列的規劃學科，並首次成

立了中國宗教學會，陸續召開了一系列地區性的規劃會議，就學科建設問題作出規劃，提出了一批

有代表性的研究課題，從而極大地推進了宗教研究 。在這樣的形勢下，作為宗教學之下的二級分

支學科的佛學，因其研究基礎堅實，研究熱度高，涉及範圍寬，從而取得了遠較其他宗教分支學科

更大的發展，佛學研究的成果甚至超過了宗教其餘各分支學科的總和。這一階段佛學研究的進展主

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科研隊伍擴大，研究人材輩出。目前大陸的佛學研究隊伍基本上分屬四個系統：一是社

會科學院系統，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亞太研究所（前南亞研究所），上海、陝西、

新疆、西藏等地方社科院等。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為例，該所成立於 1964 年 8 月，

是中國唯一的國家級宗教學術研究機構。目前工作人員有近 100 人，其中高級研究人員４５人。在

佛學研究方面，設有佛教研究室和佛教文化藝術研究室，當代宗教研究室和《世界宗教研究》、《世

界宗教文化》編輯部也有部分佛學專業的研究人員。全所共有佛學科研人員 20 人，約占全所科研

人員的三分之一。近年來很多地方社科院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對佛學研究的重視，如新疆、甘肅、

寧夏、雲南、河南、陝西等省的社科院均設立了宗教研究所，在這些宗教研究所中，佛學研究大都

是最重要的部分。二是高校系統，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

武漢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老牌大學，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了佛學學科教學與科研的力量，許多大

學紛紛成立了宗教系或宗教研究所，如北京大學哲學系在 1992 年即開始設立宗教學專業並面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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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召生，中國人民大學于 1991 年成立了"宗教研究所"，設立宗教專業，開始招收宗教學本科生，

1999 年正式成立宗教學系，並於去年組建了"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高校系統

佛學研究的特點是科研與教學相結合，佛學專業的碩、博士點多，有利於佛學研究後繼人材的培養

和佛學的普及與傳播。以上兩個系統成為近年來中國大陸佛學研究的主要力量， 
三是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門的研究機構，如國務院宗教事物管理局宗教研究中心，主要側重於中

外宗教現狀、宗教政策、法規和宗教事務管理。 
四是各級佛教協會及其下屬的佛教研究所和佛學院。目前中國大陸有初、中、高各級佛學院約

三十八所，著名的有中國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四川尼眾佛學院等，還有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戒

幢佛學研究所、河北禪學研究所等多所教內研究機構。 
從傳統上說，社科院系統的佛學研究力量，無論從人員配備、研究規模，還是成果水平等方面

看，都是最強的，被稱為"國家隊"。但近年來，隨著老一輩學者的去世或離退，人材斷層比較嚴重，

加之社科系統科研體制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一時得不到解決，無法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造成

人材流失和人材浪費等問題。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伴隨著高校改革的不斷深入，高校的佛學研究

呈異軍突起之勢，湧現出大批具有高等學位、受過系統學術訓練的中青年佛學才俊，為佛學研究事

業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科研成果增多，研究範圍擴大，學術交流頻繁。二十年來，大陸佛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是有目共睹的，發表了數以萬計的佛學著作和文章，範圍涉及經典文獻，佛教歷史、宗派、義理、

人物、佛教哲學、區域佛教、佛教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其中佛教史的研究尤為突出，有

通史、簡史、斷代史、地方史，又有文化史、思想史、宗派史等。在學術交流方面，在八十年代以

前，大陸學術界幾乎沒有舉行過佛學討論會，學術交流渠道不暢。1980 年 9 月由剛成立的中國宗

教學會、中國南亞學會、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及西北大學在西安聯合召開了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

的佛教學術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老、中、青學者 32 人，提交論文 26 篇。會議期間，日本著名佛教

學者中村元教授率領東洋思想學術交流團一行八人與中國代表團舉行了學術座談會。這次會議的舉

行標誌著中國佛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中國佛學研究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開拓意義。 從
此以後，全國每年都要舉辦多次各種議題的國內或國際佛學研討會，據不全完統計，從 1980 年到

1995 年，全國共召開各種佛學研討會四十餘次，1996 年到現在的五年間，共召開佛學會議約五十

次。這些佛學會議的舉行促進了大陸佛學的繁榮，加強了國內外學者間的交流與合作。 
第三，研究方法多元化。傳統的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和佛教哲學的研究方法依然有著很強的生命

力，佛教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文化學的研究在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初

盛極一時，比較宗教學、宗教社會學、民俗學等的研究方法也漸漸?人們所瞭解，一些學者已開始

採用這些方法從事某一專題的研究。  
 

 

三、階段性特性 

‧   ‧ 3 



 
 
 
 
 

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縣況與發展研討會 

 

二十年來大陸的佛學研究是二十世紀最繁榮的時期之一（另一個時期是二三十年代），回顧這

一階段的佛學研究歷程，就我個人的簡單理解，我認為至少表現出如下兩方面的階段性特徵。 
第一，對佛教（佛學）的評價，經歷了從全面的否定到部分的適度的肯定的轉變。佛學的復蘇

和發展是與改革開放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分不開的，八十年代初期，越來越多的學者擺脫了對馬

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片面和教條的理解，那種宗教是迷信是反動的極左論調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糾

正，學術界逐步開始實事求是地研究宗教，全面地評價宗教的社會作用。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在馬

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佛學研究，逐步得到恢復和開展。但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關係問題，

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定位的問題，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也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九十年代初，政

府在充分吸取學術界討論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理論，為

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定位，這一理論也成為評價和衡量現時期大陸

宗教各個方面的指標。學術研究雖然具有前瞻性和相對的獨立性，但是，毋庸置疑，政治制度和意

識形態對學術的影響是巨大且深刻的。因此，經過十餘年的醞釀和討論，到九十年代後，大陸的佛

學研究事業開始走上全面發展的軌道。 
第二，佛學研究呈現出文化研究的特點。受到八十年代遍及全國的"文化熱"的影響，以及國外

傳入的文化人類學、宗教社會學、比較宗教學、宗教心理學等新學科的刺激，佛學研究也出現了注

重佛教文化研究的傾向，這些研究熱心于佛教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以及佛教文學、佛教藝術、佛教

禮儀等方面，出版了大批的著作、論文和期刊 ，並以佛教文化為題召開了許多次學術研討會 ，一

時間談佛教必談文化，佛教文化成為熱門話題。佛教和佛學的文化性特點，還凸出表現在佛教界的

認同和提倡。趙樸初在《佛教與中國文化》等文章中，多次談到了佛教文化與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及

精神文明的關係，認為佛教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特別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積極作用。  
"宗教是文化"、佛教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等說法，雖然不是新的創見，但是，在特定的

社會環境下，這種觀點突破了以往視宗教為反動迷信的片面僵化的格局，有助於人們從更廣闊的角

度去看待和評價佛教，對推動佛學研究的繁榮和發展，提高對佛學研究重要性的認識，有著非常巨

大的積極作用。同時，這一觀點還大大拓寬了佛學研究的領域，為佛學研究增加了新的視角。學術

界對這一現象的評價，多數是持肯定意見的，但也有人在肯定的同時，又提出了自己的更深層的反

思。葛兆光認為，八十年代以來文化史的研究雖然出現過一些很不錯的著作，但是那種總是從外緣

切入的視角和過分關心中國現實的心情又遭到了很多批評，因為這種研究要說明的不是宗教而是文

化，關心的焦點不是宗教而是現實。他們探討的目的性過於強烈，總是試圖說明中國人的集體心理

及其對古代歷史與現代社會的影響，因此在資料選擇上、評價上都有極其濃烈的主觀色彩 。何光

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上撰文指出，宗教雖然從有形方面看構成了文化形式之一，但從無形

方面看則構成了文化的內在精神而非文化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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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與展望 

 

今天，我們已經踏入了新世紀的門檻，佛學研究事業呈現著興旺繁榮的景象，但是我們也應看

到，目前大陸的佛學研究仍然存在許多不足和問題，亟待社會各界包括學者們共同努力。 
第一， 科研體制亟待改革，人才培養仍需加強，科研經費嚴重不足。以社科院系統為代表的

科研體制，由於缺乏內部競爭機制和明確的獎懲制度，難以發揮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不利於人材的

成長、培養和合理流動。佛學專業人才短缺，研究人員年齡結構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狀，青年

科研人才嚴重不足，加上資金的短缺和編制的限制，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佛學碩士生和博士生不能

（或不願）得到充分發揮自己專長的職位，造成人材的浪費。 
第二， 研究領域和研究成果分配不均衡，造成熱的越熱、冷的越冷的情況。如持續多年的禪

學熱、史學熱，而對佛教的禮儀、戒律等方面著力較少，對佛教現狀的社會調查和現實應用理論研

究，更顯蒼白，形成"厚古薄今"的局面，漢傳佛教研究投入較多，而藏傳、南傳和外國佛教研究則

相對薄弱。 
第三， 現行教學體制在對佛學專業這樣的特殊學科的課程設置上，缺乏針對性，缺少佛學研

究中非常需要的佛教語言訓練，如梵文、巴利文、藏文、古漢語及現代的日、英、德、法語等（哪

怕只精一門），及佛教文獻學等基本知識和語言工具的教學，影響了佛學後備人才的培養。 
第四， 在研究工作中缺少必要的分工合作，資訊交流還需加強。佛學博大精深，佛教典籍浩

若煙海，古今中外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棟，以每個人有限的精力不可能窮盡，只能根據

自己的興趣、能力與志向，選取其中的某一個或幾個領域，狠下功夫，才可能有所成就。這就需要

各有所專、各有所長的研究者合理分工，加強合作，取長補短，互通資訊，相互尊重 。 
 
我們說近二十年來我國的佛學研究，是二十世紀最繁榮的時期之一，但這種說法是相對於前三

十年的蕭條和停滯而言的。如果就目前大陸佛學研究的真實狀況而言，我們的佛學研究僅僅處在恢

復和起步階段；如果同我們的鄰國日本和我們的同胞臺灣相比，則我們的研究應該說還有不小的差

距。承認這種差距，並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要迎頭趕上。有人預言，在政經改革和文化重建的過程

中，佛教將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顯教 。不管這一預言能在多大程度上變成現實，但有一點是毋庸

置疑的，那就是只要社會各界特別是佛學界佛教界攜手努力，佛學研究事業將會迎來一個更加明媚

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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